
71

表１　全国环境信访与行政处罚的变动状况

年度

环境信访件数 行政处罚与诉讼

来信封 来访批次
行政处罚
案件数

行政诉讼
结案数

行政赔偿
案件数

1991‒95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8.3万封

58678

67268

106210

147630

230346

247741

367402

435020

525988

595852

─
50972

47714

29677

40151

38246

62059

80329

90746

85028

86414

─
─
─

 29523

 39754

 53101

 55209

 71089

100103

 92818

 80079

─
─
─

 90

621

427

580

696

993

579

616

─
─
─
44

47

71

56

48

62

17

18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环保总局，1991‒2004年各年度《全国环境统计

公报》。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

一、污染加剧背景下的环境冲突

　　在中国的环境形势处于 “局部好转，总体恶化”
的大背景下，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多年来在全国范

围内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

表明，环境信访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增

加，“八五” 期间（1991‒1995年），全国环保系统

共受理来信28.3万封，其中1995年为5.8万多封，
而2001年达到了36.7万多封，超过上述５年的总

和，为1995年的６倍；到2004年，环境来信数量

更进一步增加到近60万封，为 “八五” 期间的２

倍多和1995年的10倍。而环境上访数量也从1995

年的５万余批增加到2001以后的每年8‒9万批。（参

照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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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的三起 “群体性事件” 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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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各地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农村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冲突迅速增加。这与其独特的政经一

体化增长推进机制有着重要关系：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 和税

收 / 财源的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他们容易采取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
并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同盟，引发污染向农村地区的低成本转移，而受害农民也难以获得应有

的补偿，围绕污染而产生的纠纷也就容易升级为群体性的暴力。

　　关键词　政经一体化、污染保护、环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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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环境信访的急剧增加并行的是环境纠纷的凸

现。《中国环境报》2005年１月17日的报道显示，
2001‒2003年全国发生污染纠纷分别为5.6万、7.1

万和6.2万起。在此起彼伏的环境纠纷中，不乏一

些发生在农村的环境冲突事件，而这方面浙江农村

的状况尤为典型。据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在2005

年春夏两季的４个月之内，在浙江省的中部和西北

部便连续发生了３起由环境污染引发的大规模 “群
体性事件”。本文即利用一些公开的报道资料1)，通

过对事件发生背景和演变过程的描述分析，来考察

农村环境冲突的动力机制及其之于中国农村和中国

社会的深层含义。

二、事件概要及其背景

　　发生在浙江的三起事件分别为东阳市画水镇的

“4.10事件”、新昌─嵊州交界处的 “7.15事件” 和

长兴县煤山镇的 “8.20事件”。
　　“4.10事件” 爆发于2005年４月10日凌晨，东

阳市政府出动百余台车辆和3000名警察及政府工

作人员，前往画水镇，清除当地农民为抵制污染而

搭建多日的占道竹棚，守候竹棚的老农燃放鞭炮示

警，四方民众两万多人迅速聚集，将清障人员围堵

于当地的一所学校，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69辆

汽车被毁，学校为此停课。画水这个拥有5.3万人

口的小镇也随着多家媒体的报道而迅速为国内外所

知。
　　７月上旬和中旬，在比邻东阳的新昌和嵊州的

交界地带，围绕当地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料厂

的污染损害问题，新昌江下游的嵊州农民又与京新

药业和新昌警方之间发生了延续多日的冲突，其中

以７月15日为高峰。当天，工厂附近黄泥桥村的

农民，将原本答应停产的京新药业为处理一批危险

品的作业理解为 “复工”，数百村民聚集工厂门前，
推倒围墙，并与保安及警察发生冲突，农民推翻警

车，投掷石块，警方发射了催泪瓦斯，有多人受伤。
报道说当天参与围堵和围观的群众多达上万人，冲

突一直持续到晚上，而翌日又有新昌江下游的农民

数千人前往 “声援”，后经台风和暴雨的袭来才逐

步散去，化解了危机。
　　８月20日，在浙江西北部号称 “蓄电池之乡”
的长兴县，煤山镇多个村庄的农民又围堵当地的一

家污染企业 “浙江天能电源有限公司”，数千群众

与警方发生冲突，双方互掷石块和催泪弹，有多人

受伤，两辆警车被毁。事后多名群众被拘留或逮捕，
其中数人被判刑。而当天的冲突不过是长兴污染纠

纷的新的演进阶段。在此前的６月26日，由于附

近村庄的200名儿童铅中毒被认为系天能公司的污

染所致，当地的600多村民也曾闯入该厂，反锁数

百名员工，要求工厂停产或搬迁，双方对峙５天，
造成至少４人受伤，最后在地方政府的强力干预下

才暂时平息。
　　根据对事件相关报道资料的详细分析，可以发

现三起大规模冲突都是在污染发生严重后果，而当

地村民面临着现实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
　　东阳素有 “歌山画水之地，人文荟萃之乡” 的

美誉，画水之名即源于此。而该镇附近的王坎头村

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有3000多户，人口近万，
是东阳最大的村庄。在这个民风彪悍的古村落，对

自然的尊崇积淀成一种别致的文化风貌：村中拥有

众多精细木雕的古屋，大街小巷铺有鹅卵石，而 “华
萼里”、“花丁路”、“月塘路”、“明海巷” 等街巷的

名称，也透露出这个人居空间自然与文化的一体感。
新昌境内有新昌江自东南向西北流过，下游为嵊州，
其南部地势高耸，风景秀丽，为浙江著名的4A 级

旅游胜地，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所吟诵

的雄奇景象就存在于新昌南部的 “穿岩十九峰”，
多部影视剧也曾将此地选为外景地。而位于杭嘉湖

平原西北部的长兴，也有 “鱼米之乡”、“文化之邦”
的称号，这里东临太湖，南望杭州，西北部连接江

苏和安徽的山地，温润的气候使它与 “茶” 这种清

雅的植物和文化符号紧密相连：中国文化史上的

“茶圣” 陆羽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撰写了著名的《茶

经》。
　　但是，这些风景秀丽的地方在经历了迅猛的工

业化运动之后，其局部地域已经变得 “满目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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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丧失了内在的生机，农村生命体系遭到严

重破坏，当地农民也开始了每天要为污水和有毒的

空气而挣扎的日常生活。
　　画水镇的污染始于世纪之交 “竹溪工业园” 的

兴建。占地800亩的园区靠近王坎头等多个村庄和

两所学校，陆续有13家化工企业进驻。自2001年起，
园区方圆３公里之内，弥漫于空中的废气使村民们

呼吸困难，夏季闷热天气则更加难耐，学校的师生

被迫关闭门窗上课。蔬菜再也难以生长──结果是

农民吃菜比城里人还贵，原来１斤２角钱的青菜涨

到1.5元以上──，水稻减产，果树往往只开花不

结果，大片的水杉、苗木死亡。同时，污水的直接

排放使画溪水在2002年成了 “劣五类” 水质，鱼

虾死绝。在下游的黄山村，因污水不能灌溉，三百

多亩良田只能靠天吃饭，３座水泵房成了摆设，
2003年夏天大旱，守着污水的黄山村民竟因无水

灌溉而绝收。
　　在 “八山半水分半田” 的新昌，作为生命之河

的新昌江在进入新世纪之前也成了没有活物的死亡

之河。据下游的嵊州市环保局监测，新昌江的入境

水质1996年为２类，从当年新昌大规模建立化工

企业开始迅速恶化，1997年降为４类，1998年为

５类，1999年以后则是劣５类。在新昌江抽取的

水样中，验出的有机化合物达22种，五颜六色的

河里已见不到鱼虾。在引发冲突的京新药业原料厂

附近，工厂投产不久，多个村庄的井水已无法饮用；

靠近沟渠的水稻经常被熏死，地产的稻米无人敢吃，
田螺、青蛙，甚至连生命力极强的蚂蟥都逐渐绝迹。
而工厂排放的气体更是让村民防不胜防，遇到阴雨

天则让一些村民生出 “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
的感觉。作为污染的明显后果，工厂附近的村庄已

多年没有 “合格兵员”，黄泥桥村35‒45岁人口中

患肝病者高达50％，而杭州的一些大医院收治的

癌症患者也以来自新昌、嵊州两地的为多。
　　长兴县污染状况的恶化始于蓄电池行业急速扩

张的2003年。在那些紧靠工厂的村庄，村民养的

蚕大量死亡，蚕丝产量几乎下降了一半；在林城镇，
大量污水导致河里的鱼变成 “大头怪鱼”，然后逐

渐死光，当地的养鸭大户则遇到了鸭蛋孵不出鸭子、
种鸭变得 “奇形怪状” 的现象。地质部门的调查显

示，在该县的煤山镇一带，土壤中重金属镉和铅的

含量均超过国家标准，而稻谷的含铅量则超过国家

标准上限的５倍多。也是在当年，蓄电池厂的许多

工人出现了严重的铅中毒后果：头昏、恶心、呕吐，
要么突流冷汗、腹痛。翌年５月，林城镇的多个村

庄发现有500名左右的儿童铅中毒，而天能公司所

在的煤山镇的多个村庄，也出现了前述大量的儿童

中毒事件。

三、政府“认识”的高度与环境治理的限度

　　绕有意味的是，在连续三起大规模的环境冲突

事件发生之后的2005年９月５日，《浙江日报》发

表了关于该省环境形势的宣传性报道。报道引用中

国科学院一年半之前发布的《2004中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报告》的相关结论和该省环保局长的谈话指

出：浙江省的环境质量稳定，“生态省” 建设成绩

显著，自2002年以来，其 “环境支持能力” 连续

三年居西藏和海南之后而名列全国过第三。
　　没有理由质疑中国科学院的相关报告的科学性

和可信性。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正如上述三

起大规模冲突事件所象征的那样，浙江的高速经济

增长以及它在中国并不算独特的工业化模式确实凸

显了环境和社会所能容许的极限。且不说偶见于国

内媒体的萧山、台州的多个 “癌症村”，“中国皮都”
平阳县水头镇和 “世界矾都” 苍南县的 “环境报

复”，2)该省环保部门发布的一些宏观指标对此也有

着充分反映：2004年，省内八大水系、湖库的169

个水质监测点中，有47.9％的监测面水质达不到地

表水３类标准，比上一年增加了10.5个百分点。在

河网密集的嘉兴，由于严重的 “水质性缺水”，“理
发不洗头，旅店不洗澡” 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事实。
嘉兴水利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代初，境内二、
三类水尚占50％，而到2000年，境内已无三类水，
四类水体占69.5％，五类及劣五类水体占30.5％，
浅层地下水也遭到污染。浙江省水利厅的一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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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浙江水资源危机影响之大，已经引发一种伴

随河流水资源短缺而出现的迁徙人群── “水难

民”3)。与此同时，浙江全省的酸雨降水频率平均高

达89.5％，比2003年上升了4.9个百分点，也即到

了 “十雨九酸” 的地步。4)另一方面，《2004年浙江

省海洋环境公报》显示，该省重点入海排污口污水

超标排放严重，近岸海域基本无一类海水，中度污

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占到64％，浙江的近海污

染程度由此在当年达到全国第二。这种污染自然殃

及海洋生物和作为食物的海产品：大部分贝类体内

石油烃和铅的含量超过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其

中石油烃超标率达83％，铅超标率达80％，局部

海域贝类体内重金属镉、汞和砷的超标现象比较严

重5)……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浙江一地的环境信

访案件在2004年一年即高达5.1万件6)。
　　当然，与上述事件发生后官方媒体的意图性宣

传相比，浙江高层政府对于该省环境形势的严峻性

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并在21世纪以来提出了许多

战略性的治理目标和措施。2002年６月，中共浙

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 “绿色浙江” 的口

号；2003年１月，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

府工作报告》列入了 “生态省建设” 计划，将其作

为以后20年的奋斗目标，同时，浙江主动申请加

入全国生态建设试点省，成为继海南、吉林、黑龙

江、福建之后的第五个；而在７月11日由省委省

政府举行的 “全省生态省建设动员大会” 上，省委

书记习近平的讲话更进一步显示了浙江高层的认识

高度：“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

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是大势所趋、形势所逼、
时代所期、人心所向……要着眼于让人民喝上干净

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

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2004年11月，浙江省政府又

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打一场环境污染整治

攻坚战，使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到2007

年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环境质量稳步改善。7)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在污染不断引发冲突的长

兴，2004年６月也出台了国内第一项县市生态危

害官员问责制度：政府及相关部门一旦越过15条

环保 “红线” ──放任、包庇、纵容环境违法行为，
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污染问题长期不解决或处理不当

的；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不及时妥善处理，阻挠主

管部门按规定报告的；虚报、瞒报、拒报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事故或不及时处理导致事故扩大的，等等

──，将根据情节对主要责任人给予党内警告直至

撤职处分。而在此两个月前，长兴县在《2004年

度乡镇综合考核工作意见》中引入了绿色 GDP 的

考核，对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占乡镇负责人 “政绩

总分” 120分的10％，这比2003年增加１倍。8)

　　但是，这些战略性目标和举措出台之后发生的

一系列大规模冲突事件表明，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

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中国环境问题

恶化的原因往往被归咎于 “不科学的发展观” 也即

“认识问题”，但浙江的情况显示这方面似乎并非障

碍，毋宁说政府方面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无法再提高

的高度：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还颇具人情味和人

性。这就令人不能不面对一个极为困惑的问题：究

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高层政府的意志和战略性目标

与基层的环境治理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从

而使得污染仍在继续和加剧？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受害者仍然要面对着污染这种暴力的侵害而得不到

安定的生存环境？

四、催生污染和冲突的动力机制：从压力

型体制到政经一体化

　　作为对中国基层政府运行机制研究的结果，有

学者多年前提出了 “压力型体制”9)的概念。也即

在权力授权主要来自上级的前提下，上级同时也会

用名目繁多的指标来考核下级，而在 “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的战略定位中，这些指标又主要以经济总

量和增长速度为核心。在这种压力下，基于对自己

的政绩、政治前程和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官员必

然更加关注能够更多提供 GDP 的工商业的扩张，
因为主要由工商业带动的 GDP 的扩大不仅左右着

一级政府的绝对政绩评价，也关系到其与邻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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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竞争对手之间的相对政绩比较，从而对主要官员

的职位升迁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体制的压力本来已经够大，但地方政府同

时也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生存问题，也即在源自农

业的剩余提取逐渐不那么重要甚至消失的情况下，
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行的财力支撑，乃至于政府工作

人员本身的工资和福利状况也就主要来自工商企业

所缴纳的税收（撇开个体或群体性的 “寻租”或 “贪
污受贿” 不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着力培

育和壮大企业，以扩大税源和财源。我们可以看到，
在近年农村税费改革导致农业税减少的背景下愈演

愈烈的 “招商引资” 风潮，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就

源于这种压力。
　　基于这样两种压力，我们可以发现，抽象而难

以把握的 “发展是硬道理” 在现实生活中就转变成

了具体而容易操作的 “增长是硬道理”，基层政府

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演变为一种 “企业型的政府” 或

者说 “准企业”。也就是说，与其本来的主要职责

提供 “公共产品” 相比，它更加关注经济的增长、
扩张和由此滋生的“利润”。而既然演变成了准企业，
本来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作为公共权力的逻辑，也

就相应地为市场的逻辑所取代，进而，在 “增长”
与 “污染” 的关系上，基层政府往往更加关注增长，
而不是污染及其社会后果。
　　也正是在这一脉络中，一种必须引起警惕的非

常奇怪的现象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在向市场经济

过渡了十多年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之密

切程度甚至超过了原来 “政企合一”、“政企不分”
的计划经济时期。比如一些地方提出的 “亲商” 口

号以及背后赋予投资者的各种税费优惠、政治待遇

和社会名望，乃至于颁发 “特别通行证” 之类的具

体做法，都超过了原先赋予国营企业厂长 / 经理的

礼遇。在这里，即便不考虑官员个人对企业的参股

和企业家对官员的 “贿赂” 等并不鲜见的隐蔽性因

素，单就主要由制度压力和内在利益决定的地方政

府的上述价值和行为取向而言，也就非常容易促使

政府与企业和企业家结成牢固的政商同盟。于是，
双重的和带有递进意义的 “政经一体化” 开发机制

就此形成，它成为推动和操纵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机制。
　　当然，面对这种双重意义的政经一体化，我们

不应该忽略所辖区域民众的制约作用。从原则和理

念上来看，基层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所辖区域的多数

民众，由此决定着政府必须对民众和民众的利益负

责。但不可否认，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基层政府

官员的职位主要还是出自上级权力机构及其主要执

掌者，分散的民众对于官员的职权变动和政治前程

并不具备实质性影响，除非酿成比较重大的 “恶性

事件” 而涉及到政治和社会稳定，否则民众的利益

诉求一般不太容易受到应有的重视。
　　问题在于，当增长而不是环境、企业家而不是

分散的民众更直接影响官员的政绩和政治前程，作

为国家意志和民众诉求的 “环境保护”，在具体的

政策执行过程中就必然要大打折扣，甚至被悬空。
地方政府的优先保护对象是企业，即便是污染严重

的企业，而环境和民众的抽象的环境权以及具体的

健康生命安全，都退居其次。从结果上看，环境保

护这一基本国策在具体的实践中就常常异化为 “污
染保护”。而当污染严重的行业都是当地的支柱产

业、引发冲突的企业均为利税大户的情况下，这种

污染保护主义倾向就更加明显。
　　在最早爆发冲突的东阳，化工行业的利税接近

３亿元，其上交的税收占到全市财政收入的近四分

之一。而新昌在1990年代初仍属浙江的 “贫困县”，
到2001则挤进全国 “百强县”，后来又成为浙江省

定小康县，这种实力的增长较多依赖于制药关联企

业──新昌2003年 GDP 的16.9％由制药业提供，
该县的４家上市公司中３家是制药企业，而引发冲

突的京新药业拥有全国最大的喹诺酮类原料药生产

能力，与另一家污染大户 “新和成” 同为新昌的利

税大户。长兴的情况则更加突出：其蓄电池产品在

全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60％，2003年行业产值超

过８亿元，利税近２亿元，而招致农民围堵的天能

公司一家的产值即达4.6亿元，而且连续三年增长

100％。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污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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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贯穿于从企业建立到污染致害，最后到引发冲突

的全过程。这种连续性的污染保护在浙江的三起环

境冲突事件中都有着充分反映。
　　第一，污染企业在建厂之初大都没有经过严格

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相关手续违法。画水镇附近

的几个村庄周围都是丘陵，环境容量很小，本来不

适宜于建立一个化工园区。但在没有进行充分环境

评估并非法占用土地的情况下，“竹溪工业园” 就

上马了。而其中的污染大户 “东农化公司”，最早

位于东阳市区，因污染严重而停产，随后转移到其

他乡镇，多次遭当地村民反对和驱赶，在排放废水

经媒体曝光后，当时的浙江省长曾批示要求停产，
但最终在东阳市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进入竹溪工业

园。而长兴蓄电池行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环境审

查缺位：蓄电池厂由2000年左右的数十家扩大到

2003年的近200家，而且 “建在离老百姓住地两百

米以外的很少”，除了高额利润的刺激之外，主要

原因就在于 “当时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的规模，
在宏观调控方面缺乏必要的手段，使得企业进入蓄

电池行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
　　第二，在发现违法排污或造成污染之后，处罚

力度严重不足。在竹溪工业园的13家企业中，１

家无照经营，５家没有通过环保验收，却可以在 “试
生产” 的名义下长期生产；而７家通过环保验收的

企业也经常为节省成本直接排污。村民就此多次举

报，但环保局 “由于监测手段和人手不足，查处有

难度” 而长期搁置。2004年４月，根据国务院关

于整顿土地市场的要求，浙江省政府曾下令撤销“竹
溪工业园”，东阳市国土局随后对园区12家企业也

曾做出令其退出土地并加以罚款的处罚决定，但一

直未执行，向东阳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法院

没有执行。” 而投产时就未经环保部门许可的长兴

天力公司，因废水超标排放于2003年11月被环保

局责令立即停产，并处罚款，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

却因为其母公司天能公司在筹备上市而建议 “边生

产边治理”，结果行政处罚一直没执行，而天力公

司的环保设施半年后也没有上马，导致污染状况继

续恶化。

　　第三，在污染造成明显的侵害后果之后，作为

受害者的农民要求制止污染的诉求得不到支持，赔

偿要求也得不到满足。三地的农民都曾多次上访，
要求工厂搬迁或停止排污，画水镇的农民曾经数次

远赴北京上访，有关新闻媒体也曾经予以披露，而

新昌、嵊州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曾多次发

出呼吁或提出议案，但一直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彻底

解决。村民的赔偿要求也大都受到无视，在三地多

年的污染受害者中，唯一曾经得到过 “补偿” 的是

东阳画水镇几个村庄的一些农民，其补偿金额分摊

到每个村民只有十多元。
　　在污染保护主义贯穿始终、企业的排污和侵害

行为得不到公共权力有效制止的情况下，受害农民

逐渐对当地政府不再抱有期望，会自然地选择 “自
力性救济”，也即通过 “自己的方式” 去寻求解决

的途径。而这种方式在缺少理性的组织（这极容易

引起警惕并被严格控制）引导的情况下，又容易被

一种身为 “受害者” 所具有的悲情意识控制，甚至

产生一种绝望情绪：

　　── “有钱的人可以到外面去买房子，大多数

没钱的老百姓只好等死了！”
　　── “这次之所以又闹到搭棚堵路的地步，是

因为老百姓实在没有活路了！”
　　── “宁愿被打死也不愿意被熏死！”
　　── “事情越大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引起政府重视。”
　　当这种极端的感觉和认识一旦出现，激烈的暴

力释放也就成为难以控制的必然结果。这种冲突过

程的演变趋向令人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时

的情景。

五、冲突加剧的深层含义：“三农问题”的

复杂化与社会危机

　　根据高层环保官员的判断，中国的环境容量已

经达到了 “支撑经济发展的极限”10)。而我们从近

年来较多爆发于农村地带的环境冲突事件中可以真

切地体会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并非单纯停留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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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增长或 “发展” 的限制，而是进一步凸现了

政治乃至社会层面的极限。尽管中央政府在新世纪

以来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实质内涵的惠农政策，如减

免和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以及加

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等，使得学术界和公

众视野里的 “三农问题” 表面上出现了缓和，但必

须看到，由于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污染向

农村的大规模转移，“三农问题” 实际上迎来了愈

加复杂严峻的新阶段。从农民生存的角度而言，如

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民是为了粮食和土地

而抗争，那么，在经过艰难的制度变革取得了 “温
饱” 之后，进入1990年代，在土地之外，他们开

始越来越多地被迫为水和空气而抗争。而在21世

纪以来，这种抗争的频率和规模都在明显上升。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与粮食和土地的不可或

缺性相比，水和空气的不可或缺性似乎又更甚一筹。
这也就意味着，处于下风口和河流下游的中国农民

的生存风险的确是加大了，这种风险在局部区域已

经变成无边无际的现实威胁。而正如浙江的三起事

件发生之后江苏、安徽、江西的一些基层政府纷纷

派人前往当地 “招商引资” 所预示的那样，这种难

以防范的现实威胁正在向着更广泛的区域扩散。这

可以看作 “后税赋” 时代中国 “三农问题” 的一个

重要特征。
　　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目前

往往被抽象化了的 “环境问题” 实际上具有三个层

面的实际内涵，它需要引起执政者和全社会的高度

关注。
　　第一，如果说中国社会整体上已经确凿无疑地

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高风险

的 “风险社会”11)，那么有关环境污染的风险也同

其他风险──比如 “矿难”、“失业”、“工资拖欠”，
乃至于 “劣质奶粉” ──一样，并非均等地分配或

扩散，而是更多地落到了农民头上。如此，我们在

诸多严重的不平等状况中又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和更

加严峻的权利的不平等，也即在免于污染侵害和侵

害后得到相应补偿的环境权面前的不平等。而正如

前文分析所见的那样，这种不平等并不是由于受害

者或更多承受环境风险的群体本身的“自致性因素”
所导致，而是由制度的缺陷所强加。这样，制度的

改变也就再一次具备了人道的意义。
　　第二，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环境污

染的风险，不仅大大降低了其 “发展” 的可能性，
而且在局部地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农民的生存，正

在系统地颠覆着村落社会并使其本身的存续成为问

题。12)可以推想，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远没有建立

起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惠农政策将会被转移而

来的毒气和污水所吞噬。考虑到这种 “转移” 主要

来自工业和城市，它对于北京高层近期提出的 “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政策实在是一种莫

大的反讽和冲击。在面对 “新农村” 建设这一系统

工程时，防止污染的转移和加强环境的治理，的确

更应该成为高度关注的紧迫问题。
　　第三，农民环境权的严重侵害和现实的生存危

机意味着，不只是农村，中国社会整体也迎来了其

历代王朝都未曾遇到的长期挑战：由于空气和水的

污染而导致数量可观的 “环境难民”，那些无法制

止污染同时又没有能力迁居的社会底层，将被迫成

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 “不安定分子”。同时，中

国政府也面临着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中

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引以为戒的 “拉美国家”）所

尚未面临的现实的 “生态环境危机”，它在越来越

多的局部已经演变为当地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以

一种极端的形式控诉着当地政府的信誉缺失和不负

责任、撕裂着社会的稳定。当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

境基础13)逐渐失去，不能不令人担忧中国社会整

体的易爆性。
　　但这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危

险状况，必须使高层政府的意志能够突破坚固的自

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 “正经一体化” 开发机制的

障碍，从而弥补国家的战略目标与基层的环境治理

实践之间存在的巨大断裂。当然，从近期的一些动

向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确实已经意识到仅靠政府的

单方面努力难以实现环境治理的预期，从而开始鼓

励公众的参与14)，但这恐怕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

的保证以民众为主体的参与及其对官员的有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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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有必要迅速纳入重大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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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13） 诺曼・迈尔斯，2001。
14）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http://www.sepa.gov.cn）：《环评

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06.2.22）。关于环境治理中的“公
众参与” 问题，郎友兴（2005）有初步探讨，但笔者认

为他所着重论述的 “商议性民主” 以及国家环保局所鼓

励的 “公众参与” 的真正实现都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前提

条件，即中国政治体制本身更大程度上的民主化，否则

将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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